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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塔利班意识形态的演变
及其对执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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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阿富汗塔利班意识形态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能够被

动或主动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阿富汗塔利班的意识形态主

要受到南亚迪欧班德学派思想中的极端思想影响， 同时融合了沙特阿拉伯所

奉行的瓦哈比主义以及阿富汗普什图族部落习惯法的内容。 这些思想来源决

定了塔利班意识形态的伊斯兰主义属性， 其中占核心地位的是塔利班所独特

理解的伊斯兰教法， 其意识形态因此呈现教条化、 极端化和排他性等特点。
２００１ 年阿富汗战争后， 塔利班政权被推翻， 但它很快实现重组。 此后 ２０ 年，
塔利班政治身份和地位发生转变， 战略目标得以重塑， 组织结构亦发生相应

变化， 内部随之出现严重分化， 塔利班同时还受到形形色色具有现代意义的

伊斯兰思想的冲击。 其意识形态由此出现新变化： 居于核心地位的伊斯兰教

法思想呈现宽泛化理解态势； 认识论也由注重外在信仰转变为注重内在信仰；
意识形态其他思想层面， 如战略观、 政治观、 宣传观、 军事观以及对外关系

观等结合现实需要而出现相应调整。 尽管如此， 这种变化仍然存在局限性和

复杂性。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塔利班再次夺权后， 上述已然变化的意识形态在一定程

度上指导并影响着塔利班的执政实践和国家治理， 其执政走向尚有待于进一

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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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 阿富汗塔利班 （以下简称 “塔利班”） 重新夺取全国

政权， 随后建立临时政府， 并在此后施政中展现出一定的温和、 务实和开放

态势， 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但与此同时， 塔利班在临时政府组成以及

女性权益问题上表现的排他性和保守性， 亦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 人们

不禁要问： 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相比， 塔利班是在进步， 还是在倒退？ 自 ２００１
年底塔利班政权被推翻， 过去 ２０ 余年， 塔利班发生了什么变化？ 如何看待这

些变化？ 这些变化对于再次上台的塔利班执政实践又会产生哪些影响？ 要深

入理解这些问题， 从塔利班意识形态及其发展变化入手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方法和途径。 尽管国内外对于意识形态的定义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 但一

般而言， 意识形态是指观念的科学， 是系统地、 自觉地反映社会存在的思想

观念体系， 是特定阶级和社会集团根本利益的体现， 更是统治阶级和统治集

团外在行为、 包括执政实践的内在逻辑和依据。 具体而言， 意识形态至少包

括三层内涵。① 其一， 意识形态是特定阶级和社会集团对于周围世界以及团体

本身的认知体系， 反映了该阶级和集团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 可以为该阶

级和集团的集体行动提供合理性辩护， 同时也对个人行为提供一整套约束的

标准。 其二， “意识形态与个人、 集体的行为有着密切联系， 是行动的思想前

提， 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个人和集体的行为。” 其三， “意识形态是由各种具

体的意识形成的政治思想、 法律思想、 经济思想、 社会思想、 教育、 伦理、
艺术、 宗教、 哲学等构成的有机的思想体系。” 因此， 在这个思想体系当中，
政治思想、 法律思想和经济思想可以最直接的方式反映特定阶级和集团的利

益， 进而捍卫着该阶级和集团的政治地位。 但在以伊斯兰教法作为指导思想

的宗教政治集团和组织中， 由于伊斯兰教法被视为包容一切的思想体系， 因

此伊斯兰教法及其思想在其意识形态体系当中必然占据着神圣的、 至高无上

的地位， 不仅最能反映这个宗教政治集团和组织的特定利益和诉求， 也必然

支配和影响着诸如政治、 法律、 经济、 社会以及文化思想等。 而塔利班就是

类似的宗教政治组织， 因此研究塔利班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 不仅有助于深

入理解塔利班对于周围世界以及自身的认识及变化， 同时也有助于分析塔利

班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 进而有利于把握塔利班外在行为和政策实践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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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光斌著： 《 （新编 ２１ 世纪政治学系列教材） 政治学导论》 （第五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 第 ６６ ～ ６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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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内在依据。 此外， ２００１ 年底至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这 ２０ 年， 是塔利班实现重

组并获得再度发展的 ２０ 年， 也是塔利班在坚持军事、 政治和外交斗争基础上

最终得以再次执政的 ２０ 年， 因此其中可能蕴含着塔利班有关周围世界以及自

身利益诉求等方面的新认知和新判断。 这种新认知和新判断必然为再次执政

的塔利班所继承和发展， 并由此对其执政实践产生直接影响。
国内外在研究塔利班意识形态及其变化方面取得一些重要进展。 就国内

而言， 专题研究成果聚焦塔利班意识形态的转型特点及发展方向①、 塔利班再

次夺权中的民族国家构建因素②。 此外， 国内学者还从社会学、 民族学等角度

阐释了对于阿富汗普什图民族以及女性问题的认识。③ 但总体看， 国内学者的

研究有两方面不足： 一是在论述塔利班意识形态的变化中， 对于其中占支配

地位的宗教思想的变化， 如对于塔利班在伊斯兰教教法学思想上的可能变化，
国内大多数文献都没有涉及； 二是尚缺乏对于塔利班意识形态变化原因和动

力的深入分析。 就国外而言， 安加纳·克托基和安奇塔·博特哈库尔的论文

《阿富汗塔利班运动意识形态的演变轨迹》④， 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再次夺权前

塔利班意识形态的演变脉络。 研究报告 《阿富汗塔利班意识形态》⑤ 主要运

用宗教学理论和方法， 同时依据比较翔实的材料， 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塔利班

意识形态的起源、 形成及发展变化。 其独特之处在于分析了塔利班意识形态

当中占支配地位的宗教思想的形成与变化， 并且对于这种宗教思想之所以能

够发生变化做了宗教学意义上的分析。 约什诺卜·纳格迈恩著的 《塔利班

〈行为准则〉 的合法化战略： 单面镜透视》⑥ 运用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方法，
同时依据塔利班所制订的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版 《行为准则》， 深度剖

析了塔利班重组后的政治合法化战略。 另外， 国外学者还从塔利班军事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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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隆： 《阿富汗塔利班的意识形态转型》， 载 《现代国际关系》 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２ 期， 第 １０ ～３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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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战术的调整、 敌我关系的变化、 盟友关系的调整、 女性权益问题等多维视

角研究了塔利班及其在过去 ２０ 余年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 阿赫默德·拉希德

著的 《塔利班： 中亚地区的激进伊斯兰、 石油和宗教激进主义》①， 迄今为止

对于研究塔利班意识形态早期思想内涵与构成仍具有参考价值。 尽管上述研

究成果已经深入到塔利班意识形态当中宗教思想以及政治理念等内容的重大

变化， 但由于它们没有将这些变化与塔利班行为体的变化结合起来， 导致其

结论和判断过于乐观， 以致与塔利班再次执政后的实践出现诸多矛盾之处。
鉴此， 本文尝试运用政治学和宗教学相结合的方法， 同时从国际关系学的视

角， 对塔利班意识形态及其发展变化再做探讨， 希望能够深化和丰富对于该

问题的研究。

一　 塔利班意识形态的思想来源与特点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塔利班所奉行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建立在对于伊斯兰教法

具有独特理解基础之上的伊斯兰主义表现形态， 这种表现形态在当时的伊斯

兰世界中找不到可以比拟的思想类型。 伊斯兰主义， 也称为 “伊斯兰宗教激

进主义” 或 “政治伊斯兰”， 是指要求用伊斯兰教法为人类生活所有领域提供

指导、 并建立 “伊斯兰国家” 或 “伊斯兰秩序” 的宗教政治思想。 许多伊斯

兰主义组织具有强烈的政治特性和行动主义特征， 因此按照政治行动方式不

同它们可被划分为温和派、 极端派以及激进派。 塔利班属于伊斯兰主义极端

派的一种表现形式。 就思想来源看， 塔利班这种意识形态主要受到流行于南

亚地区迪欧班德学派思想中的极端内容影响， 同时融合了沙特阿拉伯所奉行

的瓦哈比主义一些思想内容以及普什图族部落习惯法的内容。 普什图族是生

活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跨境民族， 其部落习惯法被称为 “普什图瓦里”。 具

体而言， 塔利班主要受以下思想的影响：
（一） 南亚迪欧班德学派极端思想的重要影响

流行于南亚地区的迪欧班德学派思想， 是塔利班意识形态的一个主要思

想来源。 但是塔利班所代表的则是迪欧班德学派思想中一种极端的表现形态，

·０４１·

① Ａｈｍｅｄ Ｒａｓｈｉｄ，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Ｍｉｌｉｔａｎｔ Ｉｓｌａｍ， Ｏｉｌ ａｎｄ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
Ｌｏｎｄｏ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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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对于迪欧班德学派信条的解读在伊斯兰世界没有可比拟性。
从伊斯兰教法学的角度看， 迪欧班德学派属于伊斯兰教逊尼派当中哈乃

斐教法学派的一个分支， 主要流行于印度、 巴基斯坦等南亚地区， 在阿富汗

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迪欧班德学派产生于 １９ 世纪中期英印统治下的穆斯林群

体， 主张在维护英印帝国统治的前提下， 改革并团结伊斯兰社会。 该学派特

别重视教育， 认为教育是塑造新一代穆斯林与现代穆斯林的重要途径。 因此，
该学派的一个发展目标就是培育新一代具有渊博学识的穆斯林， 进而复兴伊

斯兰价值观， 而这种伊斯兰价值观必须建立在掌握宗教学识、 进行精神修炼

以及遵守伊斯兰教法的基础之上。 该学派通过解读伊斯兰教法， 以期实现伊

斯兰教法经典文本或思想与现实协调的目的。 从产生之日起到 ２０ 世纪六七十

年代， 该学派在南亚地区建立了大约 ９ ０００ 所宗教学校。 不过， 该学派主张对

女性进行社会限制， 同时反对穆斯林群体中各种形式的等级制， 拒绝承认伊

斯兰教什叶派。 所有这些观点都被塔利班推向了极端， 以至于该学派从未认

可过塔利班所言所行归属于其思想。①

巴基斯坦迪欧班德学派通过 “伊斯兰宗教学者协会”， 在阿 、 巴边境难

民营建立宗教学校， 培育塔利班早期骨干成员， 对塔利班的宗教思想和意识形

态产生了直接影响。 “伊斯兰宗教学者协会” 又称 “伊斯兰贤哲会” （Ｊａｍｉａｔ
Ｕｌｅｍａ － ｅＩｓｌａｍ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ＪＵＩ）。 截至 １９８８ 年， 巴基斯坦的这些宗教学校增至

大约 ８００ 所， 未注册学校大约有 ２５ ０００ 所， 培养的学生超过 ５０ 万。② 但是，
这些宗教学校的管理者大多是从迪欧班德学派主流中被排挤出来的毛拉， 一

些学者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伊斯兰教育， 因此他们对于伊斯兰教法的解读不

仅偏离了迪欧班德学派的主流思想， 而且受到阿富汗 “普什图瓦里” 的影响，
以及这些宗教学校的资助者———沙特阿拉伯人所信奉的瓦哈比主义的影响。
因此， 塔利班对于伊斯兰教法的解读是刻板的， 同时不接受任何怀疑思想，
将任何争论都视为异端学说， 由此极大地贬低了迪欧班德思想中的学习传统

和改革传统， 进而发展出一种全新的、 非常极端的伊斯兰主义思想。
（二） 瓦哈比主义因素的一定影响

瓦哈比主义兴起于 １８ 世纪中叶的阿拉伯半岛中部地区， 创始人是穆罕默

·１４１·

①
②

Ａｈｍｅｄ Ｒａｓｈｉｄ，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Ｍｉｌｉｔａｎｔ Ｉｓｌａｍ， Ｏｉｌ ａｎｄ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ｐ. ８８.
Ｉｂｉｄ. ， ｐ.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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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本·阿布杜·瓦哈布， 遵奉伊斯兰教逊尼派当中的罕百里教法学派。 瓦

哈比主义号召 “纯洁伊斯兰教”， 提出 “恢复正教” “回到古兰经” 等口号，
主张革除伊斯兰教当中自伊斯兰教历第三个世纪以来所有的 “标新立异”， 包

括苏菲派神秘主义。① 在教法学上， 瓦哈比主义要求信徒一切以罕百里教法学

派教法以及伊斯兰教逊尼派六大圣训集为准绳。 在教义学上， 瓦哈比主义反

对任何不是来自伊斯兰教经典 《古兰经》 和圣训的知识， 认为进行不必要的

理性推理或者否定 “前定” 者属 “叛教”。② 换言之， 瓦哈比学派要求保持严

格的一神信仰， 认为所有对安拉以外的崇拜均属异端。
塔利班意识形态受到瓦哈比主义的影响主要来自两个途径。 一方面， 如

上所述，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伊斯兰宗教学者协会” 阿、 巴边境难民营建立

的大量宗教学校中， 资助方主要来自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 沙特阿拉伯信

奉的国教———瓦哈比主义， 伴随一些教材的使用以及课程的设置等对塔利班

早期成员的意识形态产生了一定影响。 另一方面， 同样是在这个时期， 随着

沙特阿拉伯等国武装、 培训的阿拉伯籍瓦哈比 “圣战” 战士进入巴基斯坦，
并与阿富汗 “圣战者” 一起抗击苏联， 瓦哈比主义就在塔利班早期成员中得

到了进一步传播。
（三） “普什图瓦里” 因素的影响

阿富汗普什图族的传统部落文化， 尤其是其中的部落习惯法内容是塔利

班意识形态的一个思想基础。 塔利班第一代领袖毛拉穆罕默德·奥玛尔和其

他早期高层成员都出生在 １９６５ 年之前， 这意味着他们接受的初级教育是在

１９７９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 并且是在阿富汗境内完成的， 他们的青少年时

期也主要在阿富汗度过。 因此， 从个人角度看， 他们深受以 “普什图瓦里”
为核心的普什图族传统部落文化的影响， 其中糅合了比较温和的伊斯兰教逊

尼派哈乃斐教法学派的思想以及伊斯兰教苏菲主义的思想。③

“普什图瓦里” 的字面意义是 “普什图人的方式”， 是普什图族人在历史

上逐步形成的比较复杂的文化体系， 主要涵盖价值体系、 行为规范和习惯法

等主要内容， 它在指导普什图族人社会生活、 维系普什图族人社会秩序、 凝

·２４１·

①
②
③

金宜久主编： 《伊斯兰教》， 宗教文化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 第 ３６７ 页。
同上书， 第 ３６７ 页。
Ａｎａｎｄ Ｇｏｐａｌ ａｎｄ Ａｌｅｘ Ｓｔｒｉｃｋ ｖａｎ Ｌｉｎｓｃｈｏｔｅ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ｆｇｈａｎ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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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普什图族人的民族认同以及塑造普什图族人的民族性格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① 在 “普什图瓦里” 的价值体系中， 推崇荣誉、 强调平等、 尊重长者、
崇尚勇敢、 信守诺言等是非常重要的价值观， 而荣誉观是其中的核心。 在普

什图语中， 荣誉 “代表着一个男人承担起保护其人身、 财产和女性不受侵犯

的义务”， 并因此得到集体和他人的认可； 一个人若失去荣誉， 会受到集体的

排斥和孤立， 所以普什图人珍视荣誉胜过生命。② 这种价值体系还包含着一种

可以称之为性别 “隔离” 的习俗。 这种习俗在阿富汗南部偏远和崎岖的普什

图族乡村地区表现得更加突出。③ 此外， 遵循 “普什图瓦里” 中的行为准则

是捍卫以荣誉观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最根本的手段， 其中复仇、 慷慨好客、 庇

护等占据重要地位。 在 “普什图瓦里” 习惯法当中， 通过支尔格 （即民主协

商） 进行讨论、 采取协商一致原则解决纠纷， 是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和制度。
此外， “普什图瓦里” 还提倡通过妥协和调解解决争端。

上述思想来源共同决定了塔利班意识形态的属性， 并且共同构成了塔利

班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 就其属性而言， 塔利班属于伊斯兰主义的一种特殊

表现形态， 因为它以建立 “纯洁的伊斯兰国家和社会” 为目标， 即要求正本

清源， 返回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的理想状态， 严格遵守和执行类似伊斯兰教初

创时期的伊斯兰教法， 同时要求对国家和社会实现全面伊斯兰化。 就其核心

理念而言， 最重要的是被他们视为神圣的、 至高无上的以及被他们所解读和

认可的伊斯兰教法。 这种伊斯兰教法支配、 裁决并影响着意识形态的其他表

现形式， 包括政治思想、 法律思想、 经济思想、 社会思想、 文化思想以及对

外关系思想等， 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并规范着塔利班的外在行为及其政策

实践。
受上述思想来源但不仅限于这些来源影响，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塔利班的意识

形态表现出一些突出特点。 其中， 最重要的是非理性和排他性。 受特殊环境

和条件所限， 塔利班成员对阿富汗历史知之甚少， 也没有接受系统和深入的

伊斯兰教育， 因此他们对于伊斯兰教经典 《古兰经》、 圣训以及伊斯兰教法的

掌握非常有限。 在此基础上， 他们对于伊斯兰教法的解读是字面意义上的、
刻板的， 排斥任何质疑或争论思想， 因此具有非理性和不宽容性， 与现代进

·３４１·

①
②
③

畅红： 《浅析阿富汗普什图瓦里的内涵与功能》， 第 ７２ 页。
同上文， 第 ７３ 页。
Ａｎａｎｄ Ｇｏｐａｌ ａｎｄ Ａｌｅｘ Ｓｔｒｉｃｋ ｖａｎ Ｌｉｎｓｃｈｏｔｅ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ｆｇｈａｎ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ｐ.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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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思想是不相容的。 此外， 其注重外在行为的虔诚性胜于内在信仰。 对塔利

班而言， 行为就意味着信仰， 外在行为及方式， 比如仪式、 着装、 外部形象

等因此被升级为由国家机器监督的对象。① 在这种意识形态指导下， １９９６ 年

塔利班建立政权后， 其国内外政策和实践也相应地呈现教条化、 极端化和排

他化等特点。 比如， 宗教上， 塔利班不仅反对佛教等非伊斯兰文化， 而且反

对伊斯兰教中的什叶派和苏菲义信仰。 阿富汗少数民族哈扎拉人属于什叶派，
阿富汗一些普通民众还长期遵奉苏菲主义。 政治上， 当时的政权完全由来自

普什图族的塔利班成员所独占。 社会上， 为确保外在行为的虔诚性， 宗教警

察负责监督人们的行为规范， 对违背伊斯兰教法者当众予以处罚。 此外， 塔

利班对女性的着装、 外出活动、 工作、 接受教育等方面都提出相当严苛的要

求。 文化上， 许多传统文化活动， 如放风筝、 跳舞、 音乐、 诗歌以及影视等

现代技术及产品， 均被视为非伊斯兰文化而加以禁止。 司法上， 塔利班要求

严格 遵 守 伊 斯 兰 教 初 创 时 期、 被 视 为 神 圣 的 伊 斯 兰 刑 罚 “ 胡 杜 德 ”
（ｈｕｄｕｄ）。② 此外， 塔利班还在所控区域内建立了他们心目中的伊斯兰司法体

系和管理体系， 以此取代了阿富汗长期土生土长的乡村部落管理机制和决策

机制等。 对外关系上， 塔利班支持并庇护 “基地” 组织的反美反西方 “全球

圣战”。 这些极端的、 非理性的政策和实践不仅严重恶化了塔利班与周边国家

以及国际社会的关系， 而且严重背离并破坏了阿富汗的传统文化、 行为方式

及管理方式， 进而遭到了国内外包括阿富汗女性的坚决抵制与反对。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美国联合西方盟友发动阿富汗战争并很快摧毁了塔利班政权。 此后 ２０
年， 塔利班政权不复存在， 但它并未销声匿迹， 而是很快实现重组， 并且逐

步发展成为阿富汗一支反美、 反政府的重要力量。

二　 塔利班意识形态调整的原因与条件

实现重组后， 塔利班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化。 其中最重要的是， 塔利班

·４４１·

①
②

Ａｎａｎｄ Ｇｏｐａｌ ａｎｄ Ａｌｅｘ Ｓｔｒｉｃｋ ｖａｎ Ｌｉｎｓｃｈｏｔｅ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ｆｇｈａｎ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ｐ. ２４.
“胡杜德”， 又译为 “侯杜德”， 在伊斯兰教里， 是指根据安拉之 “法度” 对几种不容宽恕的

“重罪” 规定的固定刑法， 适用于偷盗、 酗酒、 私通、 诬陷私通、 抢劫、 叛教等， 被视为必须恪守的

“定制”。 处罚分为断肢刑、 鞭刑、 以石击毙刑、 斩首等。 金宜久主编： 《伊斯兰教辞典》， 上海辞书出

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 第 ６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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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身份和地位发生了转变， 它由一个执政集团转变为一支反美、 反政府

的重要力量。 在此基础上， 塔利班的战略目标、 内外部环境、 组织结构以及

思想来源等都发生了相应变化， 进而为塔利班对原有意识形态的调整提供了

新动力和条件。
（一） 政治身份转变和战略目标重塑为意识形态调整注入了新动力

塔利班政权被推翻后， 很快自 ２００２ 年初开始进行重组。 其中， ２００２ 年到

２００４ 年为秘密重组阶段。 尤其是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争后， 塔利班重组步伐加

快， 不仅开始大量招募人员， 还重建了各种组织系统和机构。 ２００５ 年后， 塔

利班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 由此， 塔利班逐步发展成为阿富汗境内一支反美、
反政府的重要力量。

重组后的塔利班， 作为反美、 反政府力量， 开始主张通过 “圣战” 重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 “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 此后， 塔利班一直站在阿富汗民

族主义立场上， 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视为 “外国对

阿富汗的侵略”， 如同历史上相继入侵阿富汗的希腊亚历山大帝国、 蒙古人、
英帝国以及苏联一样。 塔利班一直声称， “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 是阿富汗唯

一合法代表， 而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支持的阿富汗政府是 “傀儡政权”， 因此要

求所有阿富汗人团结起来进行 “圣战”， 将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赶出阿富汗， 推

翻它们所支持的阿富汗政府。①

政治身份、 地位的转变和战略目标的重塑， 势必要求对原有意识形态中

不合时宜的地方进行调整或改造， 以此才能跟上现实发展的需要， 为实现新

的战略要求创造思想条件。 不过， 塔利班所要重建的 “阿富汗伊斯兰酋长

国”， 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建立在伊斯兰教法基础上的政教合一的国家， 这个国

家的性质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塔利班政权如出一辙。② 换言之， 伊斯兰教法是

这个时期塔利班进行 “圣战” 的指导思想， 也仍然是它未来立国的基本原则。
（二） 内部危机和外部压力促使塔利班规范内外关系以实现政治合法化

作为反美、 反政府力量， 塔利班要实现新的战略目标， 仍然面临一系列问

题和挑战。 如果不及时解决这些问题、 应对这些挑战， 塔利班要重建政权就会

沦为一句空话。 其面临的主要内部危机是第一代领袖奥玛尔权威地位的下降。

·５４１·

①

②

Ｎｉｅｌｓ Ｔｅｒｐｓｔｒａ， “Ｒｅｂｅ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Ｒｅｂｅｌ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Ｐｈａｓｅｓ ｏｆ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Ｒｕｌｅ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Ｓｍａｌｌ Ｗａｒｓ ＆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ｉｅｓ， Ｖｏｌ. ３１， Ｎｏ. ６， ２０２０， ｐ. １１５９.

王凤： 《阿富汗塔利班重组及其挑战》， 载 《现代国际关系》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０ 期， 第 １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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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政权被推翻， 塔利班内部对于奥玛尔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决策产生了质

疑， 奥玛尔的领袖地位由此遭到严重削弱。 ２００４ 年以来， 塔利班成员即便是高

层成员已很难听到奥玛尔本人的讲话， 也看不到他的身影。 奥玛尔的指令一般

通过中间人传达， 或是在开斋节等重大节日期间予以发布。① 受此影响， 塔利班

内部令不行禁不止的情况比较严重， 由此产生其他一系列问题。 比如， 其成员

出现许多劫掠、 暴力或腐败等行为， 塔利班因此经常遭到舆论的批评。 在新成

员招募中， 一些罪犯混迹其中。 此外， 围绕意识形态、 与盟友关系、 战利品分

配以及地盘控制等问题， 塔利班内部分歧严重， 甚至发生内讧。
外部压力主要来自驻阿富汗美军及其盟友的持续军事打击。 在塔利班政

权被推翻后， 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推动阿富汗国家重建的同时， 一直以 “反
恐” 名义持续打击塔利班以及 “基地” 组织的残余势力。 在这种军事高压下，
重组后的塔利班仍然面临严峻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此外， 驻阿美军及其盟友

在军事打击塔利班和 “基地” 组织的同时， 也曾试图减少阿富汗民众的伤亡

并对后者予以保护， 处于交战另一方的塔利班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要不要保

护民众的安全和利益， 以及如何保护民众的安全和利益。 此外， 在塔利班重

组和重新发展的过程中， 还有一些群体经常假借塔利班名义从事犯罪活动，
如绑架富裕家庭成员或外国人以索要赎金、 向普通民众强行征税以及仇杀等。

塔利班高层由此深刻地认识到， 诸如此类的问题已严重损害并削弱了自

身的政治声望， 整顿组织内部、 规范成员行为、 加强团结、 消弭分歧已成为

塔利班要实现政治合法化、 进而重新夺取政权不得不解决的问题。 而制定新

的行为准则、 规范内外关系， 则成为塔利班的一个必要选择。
（三） 组织结构的调整和内部分化成为意识形态调整的突破点

实现重组后， 塔利班已由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一个相对统一、 高度集权的组

织②逐步转变为一个由 ６ 个不同舒拉 （领导委员会） 组成的松散联合体③。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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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Ｙｏｓｈｉｎｏｂｕ Ｎａｇ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ｌｉｂａｎ’ｓ Ｃｏｄｅ ｏｆ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Ｏｎｅ －
Ｗａｙ Ｍｉｒｒｏｒ， ｐ. ２９.

当时， 坎大哈舒拉为最高决策机构， 由最高领袖毛拉奥玛尔直接领导， 奥玛尔是宗教领袖，
兼任武装力量总司令， 掌握塔利班财权和人事权。 坎大哈舒拉之下设有喀布尔舒拉和军事舒拉。 喀布

尔舒拉实际上是 １９９６ 年建立的塔利班政府， 负责政府日常事务。 军事舒拉负责领导日常军事事务。
Ａｈｍｅｄ Ｒａｓｈｉｄ，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Ｍｉｌｉｔａｎｔ Ｉｓｌａｍ， Ｏｉｌ ａｎｄ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ｐｐ. ９８ － ９９.

Ａｎｇａｎａ Ｋｏｔｏｋｅｙ ＆ Ａｎｃｈｉｔａ Ｂｏｒｔｈａｋｕｒ，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ｐ. ２１８； Ａｎｃｈｉｔａ Ｂｏｒｔｈａｋｕｒ Ａｎｃｈｉｔａ Ｂｏｒｔｈａｋｕｒ ａｎｄ Ａｎｇａｎａ Ｋｏｔｏｋｅｙ，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ｏｒ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Ａｓｉ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５０， Ｉｓｓｕｅ ４， ２０２０， ｐ. 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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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最具权威地位且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是位于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的奎达

舒拉。 重组后， 塔利班的三任领袖都来自奎达舒拉， 塔利班也主要在奎达舒

拉统一领导下开展活动。 在奎达舒拉之下， 两个舒拉 （分别是米兰沙舒拉和

白沙瓦舒拉） 都与奎达舒拉保持密切的关系。 除此之外， 还有主要活动在阿

富汗东北部和北部的北方舒拉。 第 ５ 个舒拉名为马什哈德舒拉， 它与伊朗关

系密切， 主要活动在阿富汗西部。 在这 ５ 个舒拉之外， 还有拉苏尔舒拉， 它

是 ２０１３ 年前后在塔利班第一代领袖奥玛尔去世后以及在阿赫塔尔·穆罕默

德·曼苏尔被任命为第二代领袖期间从塔利班内部分裂出去的组织。 其基地

曾设在阿富汗西南部， 并与活跃在阿富汗境内的塔利班前线军事指挥官如希

拉柱丁·哈卡尼 （Ｓｉｒａｊｕｄｄｉｎ Ｈａｑｑａｎｉ） 等结为联盟。
由于组织结构的调整， 塔利班内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分化， 包括出现所

谓温和派和强硬派之分， 这些派别在意识形态以及其他许多重大问题上都产

生了分歧。 相较而言， 在上述 ６ 个舒拉中， 奎达舒拉及其附属机构经常被视

为塔利班温和派， 第一代领袖奥玛尔的儿子毛拉穆罕默德·雅库布 （Ｍｕｌｌａｈ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Ｙａｑｏｏｂ） 以及毛拉维·阿卜杜勒·哈基姆 （Ｍａｗｌａｖｉ Ａｂｄｕｌ Ｈａｋｉｍ）
等都来自奎达舒拉。 哈基姆还是塔利班第三任领袖海巴图拉·阿洪扎达

（Ｈａｉｂａｔｕｌｌａｈ Ａｋｈｕｎｄｚａｄａ） 的心腹。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６ 年间， 哈基姆一直领导塔

利班与美国进行和平谈判。 温和派的第三位代表人物也来自奎达舒拉， 即毛

拉阿卜杜勒·加尼·巴拉达尔 （Ａｂｄｕｌ Ｇｈａｎｉ Ｂａｒａｄａｒ）。 他是塔利班创始人之

一， 也是第一代领导人奥玛尔的密友， ２０１０ 年前一直负责塔利班军事事务，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８ 年期间被捕入狱。 ２０１８ 年被释放后， 巴拉达尔主要分管塔利

班政治事务， 担任塔利班驻多哈政治办事处主任， 负责塔利班与美国和阿富

汗政府的谈判， 直至塔利班与美国于 ２０２０ 年签署 《和平协议》。 可以说， 巴

拉达尔既是塔利班温和派代表， 同时基于其资历和成就， 他也是能够超越塔

利班并团结塔利班不同派别的重要人物。 塔利班强硬派代表人物是与拉苏尔

舒拉结盟的前线军事指挥官希拉柱丁·哈卡尼， 他一直领导 “哈卡尼网络”。
塔利班第三任领袖阿洪扎达是宗教学者， 一般被视为塔利班神权政体和意识

形态的捍卫者。
塔利班温和派是过去 ２０ 余年主张对意识形态进行调整的有力推动者， 这

源于他们对政权为什么被推翻进行的深刻反思。 他们认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所

推行的意识形态及严苛政策不仅导致塔利班失去了政权， 而且失去了阿富汗

·７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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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因此， 在他们看来， 塔利班不仅需要对原有意识形

态信条进行调整， 而且需要对过去类似中世纪的政策和实践进行调整。 他们

认为， 这些意识形态信条以及类似中世纪的实践， 是塔利班孤立于世界的一

种结果， 也是塔利班孤立于全球伊斯兰主义知识圈层的结果， 还是塔利班孤

立于中东地区伊斯兰思想发展的结果。 这种孤立状态， 尤其是知识上的孤立

状态， 使塔利班无法认识到冷战结束前后全球伊斯兰主义持续发展的状况及

其带来的深刻影响。 他们还认为， 在塔利班实现重组后， 全球伊斯兰主义出

现了新的表现形态， 这些新形态可以用来填补塔利班在知识上所存在的孤立

状况。①

（四） 形形色色具有现代意义的伊斯兰思想为意识形态调整提供了新的思

想条件

重组后， 由于使用电视、 录像、 电脑等现代信息技术及其产品， 塔利班

成员可以非常容易地接触并感受到中东地区形势的重大变化， 以及形形色色

具有现代意义的伊斯兰思想的冲击。 在这些思想当中， 既有以优素福·格尔

达维 （Ｙｏｓｕｆ Ｑａｒａｄａｗｉ， １９２６—２０２２） 为代表的伊斯兰 “中间主义” 思想②，
也有活跃在中东地区的穆斯林兄弟会不断发展变化的伊斯兰主义思想， 还有

萨拉菲主义的思想以及伊朗逊尼派宗教学者的思想等。 特别对于其中的优素

福·格尔达维以及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书籍和思想， 塔利班积极提倡阅读和

学习， 并经常以此捍卫自己的行为。 此外， 对于 ２０１１ 年阿拉伯剧变后穆斯林

兄弟会在埃及的上台执政， 塔利班发表声明予以高度评价。 而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 塔利班是禁止优素福·格尔达维以及穆斯林兄弟会的书籍和思想的。
综合来看， 这些思想对塔利班意识形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其一， 从伊

斯兰教法学上看， 塔利班从主要遵奉迪欧班德的哈乃斐教法学派思想转向采

用四大教法学派思想和方法。 众所周知， 伊斯兰教逊尼派有四大教法学派，
迪欧班德信奉的哈乃斐教法学派属于其中之一。 而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塔利

班是禁止除迪欧班德这种哈乃斐教法学派之外的伊斯兰教书籍和思想的， 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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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Ａｎｇａｎａ Ｋｏｔｏｋｅｙ ＆ Ａｎｃｈｉｔａ Ｂｏｒｔｈａｋｕｒ，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ｐ. ２１６.

优素福·格尔达威系当代伊斯兰著名学者、 伊斯兰 “中间主义” 思想代表人物。 他主张中正

和谐， 公正宽容， 将伊斯兰传统文化精髓与现代文明相结合， 提倡在伊斯兰教法恒定与时代变迁之间

寻求平衡， 将复古与革新、 思想与运动、 外在虔诚与内在信仰等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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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遵奉罕百里教法学派的瓦哈比主义对当时塔利班的意识形态产生了一定影

响。 而重组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比如， 对于在 “圣战” 中是否应当寻求所谓

“异教徒” 的帮助问题， 塔利班一些宗教学者提出了多种多样的教法学思想进

行指导。 在这些思想中， 既有哈乃斐教法学派的思想， 也有沙斐仪教法学派

的思想， 尽管这两种教法学派的看法存在差异。 不过， 塔利班学者并未给出

结论， 而是认为个人可以自由地予以选择。① 其二， 从认识论上看， 由注重外

在行为转向注重内在信仰。 比如， 对于 “圣战”， 塔利班一些宗教学者开始强

调 “内心圣战” 的重要性。 他们认为， 对于 “圣战” 正确的理解是内心信仰

的纯洁性。 如果一个人加入 “圣战” 出于不纯洁的目的， 那么他进行 “圣
战” 就不是为安拉而战， 而是为了掠夺、 荣誉、 复仇等个人目的而战。 如果

是这样， 他只能得到口头上的收获， 而不可能在死后得到任何善报。② 这样，
通过强调内心信仰胜于外在行为， 原来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被塔利班禁止的现

代技术产品， 如录像片、 电影等都被重新解读， 其中艺术家内心是否纯洁被

作为衡量这些影像产品能否被允许放映的主要依据。 其三， 认识论与目的导

向密切结合。 上述认识论与塔利班的行为规范以及战略目标密切相连。 重组

后的塔利班在判定一个行动和要打击的目标是否合适时， 主是看这种行动和

目标是否有助于打击美军及其支持的阿富汗政府。 这种方法有些类似具有现

代意义的伊斯兰主义。 现代伊斯兰主义者通常会从 《古兰经》 和圣训当中选

取相关经文， 以充分赋予其政治使命以至高无上的地位。 塔利班对于自杀性

炸弹袭击问题采取支持立场， 也是将认识论与行动规划以及政治目的相结合

的产物。 在塔利班高层决定认可自杀性炸弹袭击后不久， 塔利班宗教委员会

发布了一项教令。 教令声称： 《古兰经》 和圣训中有很多证据赞成 “自我牺牲

式” （即自杀性） 袭击， 许多伊斯兰书籍也进行了论证。 此后， 这份教令引用

了阿拉伯世界许多学者的思想来论证这种行为的合理性， 其中包括萨拉菲主

义者以及优素福·格尔达维的思想等。③

塔利班在伊斯兰教法学思想以及认识论上的这些变化， 至少产生了两方

面的重要意义。 一方面， 作为塔利班意识形态内核的宗教思想， 即伊斯兰教

法， 有了新的思想来源和比较宽泛的方法论。 另一方面， 这些变化在很大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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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Ａｎａｎｄ Ｇｏｐａｌ ａｎｄ Ａｌｅｘ Ｓｔｒｉｃｋ ｖａｎ Ｌｉｎｓｃｈｏｔｅ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ｆｇｈａｎ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ｐ. ３５.
Ｉｂｉｄ.
Ｉｂｉｄ. ， ｐ.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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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释放了塔利班思想和决策的空间， 使他们能够将伊斯兰教法更好地服务

于现实的需要。

三　 塔利班意识形态发展变化的体现

在塔利班自身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 尤其在其教法学思想和认识论发

生变化的直接作用下， 塔利班意识形态的其他思想层面也出现了相应变化，
进而使其意识形态呈现一定的务实化、 理性化和温和化等特点， 且体现在以

下方面。
（一） 战略观： 与 “全球圣战” 拉开距离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塔利班的政治目标是通过 “圣战” 在阿富汗建立政教

合一的 “纯洁的伊斯兰国家和社会”。 除此之外， 其长远目标还包括呼吁穆斯

林进行 “圣战”， 把外来占领者及其傀儡统治者赶走， 进而在世界上建立一个

“强大的伊斯兰国家”。 而失去政权后， 塔利班高层一些成员深刻认识到 “全
球圣战” 目标的危害。 他们认为， 一些高级军事指挥官采纳了 “基地” 组织

进行 “全球圣战” 的主张， 结果导致塔利班在国际上陷入孤立。 因此， 他们

认为国内事务重于国际事务， 并对持 “全球圣战” 的高级军事指挥官采取了

抵制态度。 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相比， 重组后的塔利班因此更加关注阿富汗国

内事务， 而与 “全球圣战” 拉开距离。 由此，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 日， “基地” 组

织时任领导人本·拉登在巴基斯坦境内被美军击毙后， 塔利班也没有号召进

行报复性打击。
（二） 政治观： 规范内外关系以最大程度地争取民众支持

如上所述， 实现重组后， 塔利班深刻认识到， 失去民众支持是原政权失

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 围绕反美、 反政府 “圣战” 这一新目标和新任务，
争取基层民众支持对于塔利班而言就极为必要和重要。 为此， 塔利班分别在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制订和出版了 《行为准则》， 借此规范内部行为，
调整内外关系， 最大程度争取阿富汗民众支持。

这 ３ 版 《行为准则》 当中的政治理念主要表现在： 其一， 保护民众。 在

这 ３ 版 《行为准则》 中， “普通民众” 被界定为 “不是政府机构或其附属机

构的人员”， 而保护普通民众是共同的目标。 其中， ２０１０ 年版 《行为准则》
共有 ８５ 项条款， 有 ２１ 项条款直接或间接涉及保护民众的内容。 此外， 这 ３ 版

·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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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准则》 均要求 “圣战” 战士保护普通民众的财产和生命， 凡违背者将

受到处罚。① 这 ３ 版 《行为准则》 还规定了其他一些被禁止的行为， 如以解除

武装的名义收缴普通民众的武器和财产、 强行征税、 绑架平民以索取赎金等。
其二， 善待投降人员。 ２０１０ 年版 《行为准则》 鼓励成员去做劝降工作。 此

外， 对于如何对待投降人员， ２０１０ 年版 《行为准则》 规定： 只要投降士兵态

度真诚且没有欺骗行为， 就严禁杀害之； 对于上交武器并完成重要任务的被

俘士兵和警察， 应予以保护。② 其三， 缩小敌对范围。 ２００６ 年版规定 “敌人”
是指所有外国人员以及任何为 “异教徒” 机构服务的阿富汗民事人员和军事

人员， 为外国利益服务的外国非政府组织人员、 教师或者医疗人员也被视为

“合法” 的敌对目标。 凡是敌对目标， 塔利班成员有权杀死他们。 但是， ２００９
年版和 ２０１０ 年版 《行为准则》 已经将外国非政府组织雇员、 外国医疗机构等

排除在 “敌人” 的范畴之外。 ２０１０ 年版 《行为准则》 也不再将为外国非政府

组织、 外国教育机构等服务的阿富汗人视为 “敌人”。③ 其四， 建立规范机

制。 比如， 《行为准则》 规定： 塔利班省级领导委员会有责任指导 “圣战”
成员按照 《行为准则》 行事， 包括如何保持宗教虔诚、 如何遵守道德规范等

内容。 省级领导委员会每个月还要对成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和检查。 对于经常

违反或者严重违反 《行为准则》 的成员， 省级领导委员会在征得上层领导同

意后， 可以对其成员进行处罚甚至将其驱逐出塔利班。④

（三） 宣传观： 重视使用现代信息技术以打破自身封闭与孤立

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禁止影视等现代技术产品不同的是， 重组后的塔利班

高度重视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希望以此改写塔利班历史， 跟上时代

步伐。 一些高层成员认为， 如果禁止媒体和电脑的使用， 将导致塔利班再次

与外部世界相脱离。 因此， 重组后， 塔利班开始生产和使用卡式录音机和录

像机， 以便在阿富汗民众中宣传反美、 反政府 “圣战” 的合理性。 此外，
在对外关系上， 塔利班也开始运用现代数字技术进行宣传。 在 ２００９ 年上海

合作组织会议期间， 塔利班曾给上海合作组织发出一封信。 其中一条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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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是： 塔利班认为存在于该地区的外国军队是占领军， 要求上海合作组

织采取强硬立场反对外国军队的存在； 同时， 塔利班承诺， 在重新夺取阿

富汗政权且所有外国军队被赶出阿富汗后， 他们将与所有周边国家建立友

好关系。①

到 ２０１２ 年， 塔利班已建立了一整套信息与媒体宣传机制， 表现出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孤立、 封闭等完全不同的形象特点。 当时， 塔利班建立的信息和

文化部负责信息技术的应用与宣传工作， 该部掌管和运营着 ４ 大类传媒行业，
分别涉及书籍类印刷与出版、 录像 （录音） 制作、 广播电台以及网站等。 前

述 ２００６ 年版、 ２００９ 年版和 ２０１０ 版 《行为准则》 就是由该部印刷出版的。 此

外， 由该部经营的网站 “阿勒马拉网站” （Ａｌｅｍａｒａ ｗｅｂ） 被视为塔利班的官

方网站， 该网站可以通过达里语、 普什图语、 阿拉伯语和英语向阿富汗国内

外传播信息。②

（四） 军事观： 以现实需要为导向而灵活调整军事作战手段和方式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阿富汗内战时期， 塔利班的作战方式以常规战为主。 在实

现重组后， 出于反美、 反政府 “圣战” 的需要， 同时由于力量对比的不对称

性， 塔利班开始运用游击战以及自杀性炸弹袭击、 路边炸弹袭击等方式开展

军事斗争。
但是， 对于是否采用自杀性炸弹袭击等问题， 塔利班内部最初是有争议

的。 这种方式一直是塔利班盟友 “基地” 组织惯用的手段， 但它被塔利班高

层所重视， 还是在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争后。 伊拉克反美、 反政府势力通过运用

自杀性炸弹袭击取得了很大成效， 并将此手段介绍到塔利班。 对此， 塔利班

一些高层成员予以反对， 认为这种手段会对平民造成伤亡， 而另外一些成员

认可这种作战手段， 认为它能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较大的战果， 同时能够有效

地震慑敌人。 塔利班领袖奥玛尔最初在这个问题上也较为犹豫， 他认为这种

方式不仅会造成平民伤亡， 而且违背伊斯兰教义。 这是因为， 伊斯兰教不仅

禁止自杀行为， 而且禁止残损肢体、 杀害平民、 背信弃义等行为。③ 但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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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自杀性炸弹袭击的有效性， 奥玛尔逐渐认同了这种作战方式。 在塔利

班制订并公布的 ２０１０ 年版 《行为准则》 中， 也对这种作战手段予以肯定，
但提出了 ４ 个基本条件， 以期减少不必要的平民伤亡： 自杀性炸弹袭击人

员必须经过较好的技能培训； 袭击目标必须是重要的敌对目标； 袭击时要

尽量避免或减少平民伤亡； 袭击行动必须经过塔利班领袖奥玛尔或其他领

导的批准。①

（五） 对美关系观： 因应形势发展且敏锐抓住时机开展和谈

实现重组后， 作为反美、 反政府力量， 塔利班开始进行 “圣战”， 因此军

事斗争一直是塔利班最重要的手段， 并且对驻阿美军及其支持的阿富汗政府

构成了严峻挑战， 进而迫使美国进行战略调整。
与此同时， 伴随 ２００９ 年奥巴马政府撤军战略的提出， 是否与美国和谈成

为塔利班内部争议的重大问题。 温和派成员支持通过政治谈判和协商来解决

阿富汗问题。 强硬派成员予以反对， 他们要求在战场上取得直接的军事胜利，
认为只有通过军事胜利才能重建 “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 他们认为， 支持和

谈会以牺牲塔利班的意识形态为代价， 同时还会损害塔利班的社会文化精

神。② 尽管存在这种分歧， 但在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不断推动下， 与美国和谈

已成为塔利班反美 “圣战” 的有效补充。 在塔利班 ２０１０ 年出版的 《行为准

则》 中， 对美国等 “外国占领者” 发动 “圣战” 的内容已不甚突出。 ２０１３
年， 塔利班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设立了办事处， 正式开启和谈大门。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 塔利班与美国进行了多轮接触与谈判。 这种和谈进程时断时续， 直

到在特朗普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动下， ２０１９ 年塔利班与美国重启和谈， 双方最

终于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９ 日在多哈签署了 《和平协议》。 《和平协议》 的签署， 对

促成美国及其盟友开启最后撤军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塔利班对此予以合

作， 承诺不会在美国及其盟友撤军过程中发动袭击。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 日， 美国

开启最后撤军阶段， 而塔利班履行了上述承诺。 可以说， 从实践上看， 塔利

班与美国和谈加速了美国的撤军进程， 反过来也助推了这个时期塔利班战略

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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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 重组后 ２０ 年， 在塔利班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即塔利班自身发

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 塔利班意识形态的内核即伊斯兰教法以及意识形态其

他思想层面也发生了相应变化。 不过， 这并不否定原有意识形态也以这样或

那样的方式不同程度地存在， 从而使塔利班的意识形态在发生变化的同时，
也呈现着一定的继承性和稳定性。

四　 意识形态转变与塔利班的国家治理特点

经过重组后 ２０ 年的斗争，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塔利班重新夺取阿富汗政

权， 这对塔利班而言具有重大意义。 其一， 意味着过去 ２０ 年塔利班的反

美、 反政府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塔利班夺取首都喀布尔的同时， 美国

及其西方盟友在仓皇中全部撤出阿富汗， 它们支持的阿富汗政权也土崩瓦

解。 其二， 塔利班的政治身份和地位再次发生重大转变。 它由一个反美、
反政府力量重新转变成为执政者， 而且是阿富汗唯一的执政者。 夺取全国

政权不到一个月之内， 塔利班就建立了临时政府， 其组织当中原有 ６ 个舒

拉的领导层成员全部担任临时政府要职， 包括温和派和保守派代表。 其三，
夺取政权后， 塔利班面临的任务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塔利班积极推动政权

建设， 同时推动国家重建。 从塔利班执政两年来的实践看， 其调整后的意

识形态已经成为塔利班新政权的指导思想， 在许多领域指导并影响着塔利

班执政实践。 与此同时， 这种意识形态当中所存在的矛盾性也对执政实践

产生了一定影响。
（一） 继续以伊斯兰教法为立国原则

夺取政权后， 塔利班随即恢复国名为 “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 同时规定

以伊斯兰教法作为立国原则。 阿洪扎达被尊称为 “信士们的领袖”， 实为塔利

班最高领袖以及国家最高领袖， 地位类似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 阿洪扎达发

布的教令， 被视为塔利班和国家的大政方针， 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塔利班

未颁布宪法， 也没有建立立法机构。 阿富汗的传统议事机构即 “大支尔格会

议”， 现阶段仅在重大问题上起着咨询、 建议等作用。
（二） 将争取民众支持视为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

塔利班执政后非常重视政治建设和纪律建设。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塔利

班在洛加尔省举行阿富汗遭苏联入侵 ４２ 周年纪念大会。 代理内政部长哈卡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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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会上表示， 在取得军事胜利后， 阿富汗要学会如何成功取得政治胜利；
军事胜利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独立， 但是并未带来政治领域的胜利； 安全部

队及成员要严格遵守最高领袖发布的大赦令， 善待所有民众； 塔利班成员在

履行职责时， 不应当只追求个人私利。 他还责令将那些 “不合格的官员” 解

职， 让有专业技能的人员上岗。 在实际工作中， 塔利班也非常重视政治与安

全领域的重建工作。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下旬， 塔利班宣布建立一支特殊的安全部队

以巩固首都安全。 塔利班随后召开首都地区安全会议， 要求这支安全部队维

护民众尊严， 保护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① 在地方工作中， 塔利班也注重纪

律建设， 如责令其成员将非法没收的土地归还当地民众。
塔利班注重扩大执政基础。 重新执政后， 最高领袖阿洪扎达就颁布大赦

令， 大赦所有阿富汗人。 塔利班高层官员也反复强调， 大赦原政府所有雇员

以及原政府安全部队所有成员。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９ 日， 阿洪扎达在开斋节上发表

讲话， 再次宣布大赦令。 他说： “大赦所有阿富汗人， 包括反对塔利班的人；
任何违反大赦令或试图发动新战争的人， 都将面临严厉的惩罚。”② 他呼吁所

有旅居国外的阿富汗人返回祖国， 参与国家建设。
（三） 实施自力更生为主与努力争取外援的经济政策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及重组后 ２０ 年间， 塔利班的经济都以毒品经济为主。
重新执掌政权后， 塔利班提出了在独立自主基础上争取外援以发展经济的务

实性政策。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 塔利班临时政府召开首次国家经济会议， 此次

会议强调： 经济发展应当立足于自给自足， 同时也需要外部援助。 正如阿富

汗代理副总理哈纳菲所言， 阿富汗经济发展不能总是依靠外援， 而是需要以

国内发展和自给自足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根基。 代理外长穆塔基也强调， 人道

主义援助可以解决短期问题， 但阿富汗更需要基本的和长期的发展项目， 以

便未来能够实现自给自足。③ 在此基础上， 塔利班临时政府采取积极措施恢复

经济建设， 其中矿业领域开发和投资都出现了非常活跃发展的势头。 经济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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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Ｍｏｌ ｔｏ Ｋａｂｕｌ Ｐｏｌｉｃ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 Ｍｕｓｔ Ｒｕｎ Ｃｈｅｃｋｐｏｉｎｔｓ”， Ｔｏｌｏ Ｎｅｗｓ， ２３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 ／ ／ ｔｏｌｏ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 １７６８４４， ２０２２ － ０２ － ２５.

《阿富汗塔利班领袖开斋节致辞》， ｈｔｔｐｓ： ／ ／ ｍｐ. ｗｅｉｘｉｎ. ｑｑ. ｃｏｍ ／ ｓ ／ ＡＦｍｉＬ８０９ｂＯＹｆ６ｐｒＭｔＡｍ２ＲＡ，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０２。

《阿富汗代理总理呼吁国际社会承认塔利班政权》， 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２２ ／ ０１２
０ ／ ｃ１００２ － ３２３３５４６８.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 ０１ － ２５； 《阿富汗首次国家经济会议召开》， ｈｔｔｐｓ： ／ ／ ｍｐ. ｗｅｉｘｉｎ. ｑｑ.
ｃｏｍ ／ ｓ ／ ＡｍｅＩＡｗｙ６ｏ５ａＵｅｕｇ８ＥＭ０ＱＨＱ， ２０２２ － ０１ －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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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这些政策及举措， 实际上完全是重新掌权后国家经济秩序重建的现实需

要， 甚至远远超出了塔利班意识形态能够指导的范畴。
（四） 务实性与开放性成为新政权对外关系的重要特点

塔利班重新夺权后， 随即向国际社会传递出友好、 开放的政策信号。 其

高层官员也反复重申， 希望与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 绝不允许任何

人、 任何组织利用阿富汗领土威胁其他任何国家。 在全国首次经济会议上，
代理外长穆塔基指出： 阿富汗将奉行中立、 平衡和以经济为中心的外交政策，
目标是在经济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国建立关系， 同时将阿富汗发展为地区经济

的枢纽； 希望阿富汗成为连接世界而不是世界碰撞的中心。
此外， 塔利班临时政府积极开展全方位务实外交。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以来， 塔

利班临时政府高层官员或代表团先后出访， 与阿富汗周边国家、 伊斯兰国家、
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进行沟通和交流。 重要的出访和会晤包括：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代理外长穆塔基率塔利班代表团访问卡塔尔首都多哈；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４
日， 塔利班代表团抵达挪威首都奥斯陆， 与挪威、 美国和欧洲外交官会面；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代理外长穆塔基率塔利班代表团在中国安徽屯溪与阿富汗

７ 个邻国外长进行会晤；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 塔利班代表团在多哈与美国政府

高级官员举行面对面会晤；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代表参加

了在北京举办的第三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等等。
塔利班重新执政两年来， 尽管没有任何国家承认塔利班临时政府， 但是

塔利班在外交领域还是取得了一些实质进展。 许多国家相继在阿富汗恢复或

开设了使领馆或办事处， 与塔利班临时政府保持着接触和沟通。 许多阿富汗

周边国家 （包括中国）、 海湾阿拉伯国家、 欧洲以及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向阿富

汗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或发展援助。
尽管如此， 意识形态的保守性仍然在塔利班两年的执政实践和国家治理

中表现出来， 并且突出地反映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 原有意识形态导致塔利

班具有很强的族群意识和组织认同， 这无论在重组后塔利班的组织构成方面，
还是在再次执政后塔利班新政权的组成方面， 都有鲜明的表现。 比如， 在塔

利班新政权临时中央政府的组成中， 绝大多数职位都由塔利班成员担任， 绝

大多数临时政府成员都来自普什图族， 没有女性代表。 这种权力构成的独占

性和排他性， 与塔利班夺取喀布尔之初向国际社会承诺的要建立具有包容性

的政府相背离。 这也从一个层面说明了塔利班对于组织和族群的认同仍然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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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高于对国家的认同。 另一方面， 在女性及其权益保护问题上， 塔利班新政

权做出的思想调整和实践调整都非常有限。 总体来看， 由于很多成员是在阿、
巴边境宗教学校这种完全由男性主导的特殊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因此他们对

阿富汗的历史和传统文化知之较少， 也很难理解和接受女性在政治和社会事

务中的地位和作用， 大多倾向于认为女性无法承担诸如决策等重要职能。① 由

此执政两年多来， 塔利班临时政府一直没有向女童开放全国六年级以上的学

校。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塔利班临时政府相继出台了两项政策， 禁止女性接受高等

教育， 同时禁止在阿富汗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招聘女性雇员。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 塔利班下令关闭阿富汗全国女性美容院， 对女性参加经济活动范围

加以限制。 当然， 塔利班意识形态的保守性并不仅限于这两个方面， 它对国

家治理的消极影响还可能以其他方式体现出来。

五　 结语

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相比， 审思自 ２００１ 年底以来塔利班的意识形态， 可以

尝试性地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 塔利班的意识形态已然发生诸多变化。 其中， 最重要的变化是其

意识形态内核， 即伊斯兰教法的思想方法以及相关的认识论。 一方面， 原先

对于伊斯兰教法字面意义的、 机械的解读转化为可以运用伊斯兰教逊尼派四

大教法学派的思想进行多元化的解读； 另一方面， 注重外在信仰的虔诚性转

为注重内在信仰的纯洁性。 由此， 塔利班在思想上和政策上获得了更大的运

作空间， 其言行因此呈现出一定的务实性、 理性化和温和化特点， 并体现在

战略观、 政治观、 宣传观、 军事观、 对外关系观等方面。 这是再次执政后塔

利班新政权在国家治理方面能够与历史发展和现实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相适应

的重要原因。
第二， 塔利班意识形态的变化并非完成式， 而是处于继续变化中。 因为

塔利班再次执政后， 其意识形态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思想条件发生

了重大变化。 这些物质基础和思想条件包括外部环境的变化、 塔利班政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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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Ｆａｒｏｏｑ Ｙｏｕｓａｆ，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ｓ Ｆｕｔｕｒ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Ｒｅｇｉｍｅ：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ｉｎｇ，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Ｖｏｌ. １７， Ｎｏ. １， ２０２２， ｐ. 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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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和地位的再次转变、 塔利班必须要解决的国家重建的重任， 以及塔利班能

够与更多伊斯兰思潮， 甚至同非伊斯兰思潮发生接触和碰撞等。 这些物质基

础和思想条件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要求塔利班以更加理性、 务实的方式而不

是以机械、 教条的方式， 解决政权建设、 经济建设、 争取外交承认等一系列

国家治理难题， 进而继续推动塔利班调整其意识形态当中不能与现实需要相

适应的地方。 反过来， 一些物质基础和思想条件的变化， 也有可能促使塔利

班固化其原有意识形态或其中某些因素， 进而使其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出现

反复性和矛盾性。
第三， 塔利班意识形态的变化仍然存在许多局限性， 且可能继续对塔利

班施政带来消极影响。 认可塔利班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 并不必然否定塔利

班原有意识形态继续存在的可能性， 也不能完全取代原有意识形态中对伊斯

兰教法进行解读的旧思想和旧办法。 原有意识形态可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

继续存在， 甚至可能通过不同方式得以强化， 进而持续对塔利班的执政实践

和国家治理产生影响。 一方面， 原有意识形态得以产生的物质基础和思想条

件不可能完全消失， 它们还会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存在。 另一方面， 意识形态

的发展变化与社会存在的变化可能不完全同步， 甚至存在滞后性。 一种意识

形态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虽然发生了变化， 但这种意识形态可能并未随之消

失， 还会继续存在较长一段时期， 并可能对社会发展起到阻碍作用。 换言之，
塔利班意识形态仍主要源于南亚迪欧班德学派思想、 沙特瓦哈比主义以及阿

富汗普什图族传统部落文化， 它实际处于继承与发展相互交织的状态， 进而

使塔利班的执政实践和国家治理呈现一定的矛盾性。 上述事实表明， 塔利班

重新执掌阿富汗以来的国家发展政策取向具有复杂性， 有待于进一步进行动

态观察。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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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ｌｉｅｆｓ ｔｏ ａｎ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Ｏｎ ｔｈｉｓ ｂａｓｉｓ， ｏｔｈｅｒ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ｌｉｂａｎ’ｓ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ａｔ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ａｂｌｅ ｔｏ ｂｅ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ｔｓ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ｓｔｉｌｌ ｈａｓ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ｓｅｉｚｅｄ ｐｏｗｅｒ ａｇａｉｎ ｉｎ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２１，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ｈａｓ ｇｕｉｄ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ｔｈｅ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ｓ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ｔｏ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ｅｘｔｅｎｔ，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ｌｉｂａｎ’ｓ ｒｕｌ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 ｎｅｅｄ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ｆｇｈａｎ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Ｌａｗ；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 Ｃｏｄｅ ｏｆ Ｃｏｎｄｕ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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